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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议程政治化

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困境∗

徐秀军　 林凯文

　 　 【内容提要】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保护主义盛行，国际经济议程政治化趋势加

剧，国际经济机制的运行与发展面临日益复杂严峻的挑战。 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多

边贸易治理机制，世界贸易组织在促进全球开放合作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

如今其职能发挥受到严重阻碍，各成员在具体议题上却形成了难以弥合的立场分歧。 从

国际议程设置的分析视角来看，由于政治议题嵌入和经济议题外溢，世界贸易组织改革

的议题选择和议题界定均朝着政治化方向发展。 政治议题嵌入拓展了世界贸易组织的

政治功能，使世界贸易组织的议程触及对成员关系要求更高的政治领域；经济议题的外

溢导致相关议题脱离经济收益的考虑范畴，从而增加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达成一致意见

的难度。 在大国竞争甚至对抗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议程的政治属性日

益增强，议程设置的工具化和武器化倾向日益凸显，各成员达成改革共识更加艰难。 为

此，各成员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必须排除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扰，推动议程设置的去政

治化进程，让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回归国际经济机制的基本定位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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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多边贸易治理机制，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在促进全球开

放合作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成员构成上，ＷＴＯ 拥有 １６４ 个成员和 ２５ 个观

察员，远远超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Ｔ）缔结之初的 ２３ 个成员；成员涵盖联合国界

定的 ４６ 个最不发达国家中的 ３５ 个，彻底改变了在 ＧＡＴＴ 缔结之初由西方阵营成员垄

断的局面。 ＷＴＯ 的成立为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提供了保障。 从 ＷＴＯ 成立的 １９９５ 至

２０２０ 年，按美元换算的国际贸易额几乎翻了两番，实际贸易量也扩大了 ２．７ 倍，而同期

全球经济总量仅实现 ２ 倍增长；同时，世界平均关税水平从 １０．５％下降至 ６．４％。① 在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自由贸易和国际贸易治理的重要性愈加凸显。 一方面，自由的

国际贸易使许多国家获得了重要的医疗用品，对各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起到了极大的

帮助作用；②另一方面，一个创新产品、服务、人员和数据可以跨境流动的开放市场有

助于经济从疫情中恢复。③ ＷＴＯ 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Ｎｇｏｚｉ Ｏｋｏｎｊｏ⁃

Ｉｗｅａｌａ）指出：“贸易是抗击疫情的重要工具，其强劲增长凸显了贸易在支撑全球经济

复苏方面的重要性。”④然而，当前全球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形势却不容乐观，ＷＴＯ 也

面临日益严峻的功能与效率赤字问题。

与此同时，ＷＴＯ 未能及时反映近年来世界贸易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 从贸易主

体来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正在打破原有的全球经济和贸易格

局，其在全球经济和贸易总量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大。 与之相反，工业化国家在全球

经济和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呈持续下降趋势。 这种格局变化不仅表现在经济权力从一

个行为体转移到另一个行为体，更表现在当前主要经济体之间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合作

伙伴关系。 冷战时期，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占主导地位。 冷战结束

后，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迅速提升，但在现行国际贸易体系中并未

获得相应的制度性话语权。 除非这些新兴国家能够积极参与新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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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设计中，否则这些组织的影响力和合法性就岌岌可危。① 从贸易客体来看，服

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正在打破原有全球贸易结构。 ＷＴＯ 报告显示，２００５—

２０１７ 年，全球服务贸易平均每年增长 ５．４％，增速高于货物贸易的４．６％；预计 ２０４０ 年

全球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份额将提高至 ５０％。②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服

务贸易的成本大幅下降，并推动数字贸易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动力。 面对贸易结构

和形式的变化，ＷＴＯ 规则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在此背景下，各成员都认识到 ＷＴＯ 改革的必要性，并采取相应措施和行动推动

ＷＴＯ 的改革进程。 早在 ２００４ 年，曾担任 ＷＴＯ 总干事的彼得·萨瑟兰（Ｐｅｔｅｒ Ｓｕ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就主持撰写了题为《ＷＴＯ 的未来》的报告，并对 ＷＴＯ 的体制性问题提出多项改

革建议。③ ２００７ 年，华威委员会（Ｗａｒｗｉｃｋ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在其发布的《多边贸易体制：出

路何在？》中指出 ＷＴＯ 的五大挑战，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方案。④ ２０１８ 年以来，

ＷＴＯ 改革议题受到国际社会更加广泛的关注：如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二十国集团（Ｇ２０）贸易

和投资部长级会议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多边贸易体制正面临严峻挑战，应加紧推动对

ＷＴＯ 进行必要改革；欧盟发布题为《ＷＴＯ 现代化》的概念文件，并就规则制定、常规工

作和透明度以及争端解决机制三方面提出改革方案；⑤美国、欧盟和日本贸易部长发

表联合声明，就发展中国家身份等 ＷＴＯ 改革的重点关切达成共识；中国提出 ＷＴＯ 改

革的三项基本原则。⑥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加拿大邀请澳大利亚、巴西、智利、欧盟、日本、肯

尼亚、韩国、墨西哥、新西兰、挪威、新加坡和瑞士等 １２ 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部长以及

ＷＴＯ 总干事在渥太华举行会议并发布关于 ＷＴＯ 改革的联合公报，认为 ＷＴＯ 要与时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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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和主张。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中国向 ＷＴＯ 正式提交《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并提出 ＷＴＯ 改革

应坚持三项基本原则：第一，维护非歧视、开放等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为国际贸易创造稳定和可预见的竞争

环境。 第二，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纠正世贸组织规则中的“发展赤字”，解决发展中成员在融入经济全球

化方面的困难，帮助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第三，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在相互尊重、平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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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改革相关规则。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自 ２０１９ 年以来，连续三年发布的贸易议程和年

度报告都针对 ＷＴＯ 改革提出了相关原则和立场。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２０２１ 年贸易

议程和 ２０２０ 年度报告》中提出“将重新参与包括 ＷＴＯ 在内的国际组织并成为其中的领

导者；将与 ＷＴＯ 总干事和志同道合的贸易伙伴合作，对 ＷＴＯ 的实质性规则和程序进行

必要的改革，以应对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的挑战”。①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欧盟发布《贸易政策

审议———开放、可持续、坚定自信的贸易政策》文件，全面阐述欧盟贸易政策以及对

ＷＴＯ 所有职能进行改革的设想。② ７ 月 １５ 日，美国、欧盟、日本及其他 １２ 个成员以总

理事会决议草案的形式提出《ＷＴＯ 协定下提升透明度和强化通报义务的程序》提案，

将 ＷＴＯ 改革聚焦于透明度和通报义务等具体议题。

但在过去数年间，ＷＴＯ 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改革议程的关注焦点和优

先度等方面，各方提出的 ＷＴＯ 改革建议存在明显分歧。 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在改革的基本方向上，有的建议强调把人权等因素考虑进去的“宪政化”改革

方案，③有的建议认为 ＷＴＯ 应该致力于成为贸易合作论坛。④ 二是在改革的具体议程

上，组织成员也表现出不同的议题偏好。 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议题上，美国

在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提交的《一个无差别的 ＷＴＯ———自我指定的发展地位导致体制性无意

义》文件中建议取消四类成员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及特殊与差别待遇（ＳＤＴ），而发展中

国家同年 ５ 月发表的《共同努力加强 ＷＴＯ 以促进发展和包容》成果文件要求 ＷＴＯ 改

革反映发展中成员的利益诉求，帮助发展中成员进行能力建设。 各方有关 ＷＴＯ 改革

的分歧使其改革仍停留在寻求共识阶段而成效不彰。

总之，从 ＷＴＯ 发展进程来看，对其进行改革已成为各方共识，但改革仍然困难重

重。 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各方在改革议题上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分歧值得学界展开深

入探讨。 为此，本文试图提出一种基于国际经济议程政治化的分析框架，以此来梳理

和分析 ＷＴＯ 议程设置政治化的客观现实，从而为解决其改革困境提供一种可能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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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基础与文献综述

１９９５ 年 ＷＴＯ 取代 ＧＡＴＴ 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支柱，为解决关税及贸易争端、稳
定世界经济秩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随着世界贸易规模大幅增长、贸易结

构逐步调整以及各成员贸易地位的变化，ＷＴＯ 改革日益成为政界和学界重点关注的

国际议题之一。 作为一项国际经济议程，ＷＴＯ 改革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也是不争的

事实。 既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解释，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政治因素在

ＷＴＯ 改革中的作用，并以此拓展了研究视野。
（一）关于 ＷＴＯ 改革的困境及其动因

根据全球贸易预警（ＧＴＡ）数据库的信息，自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妨碍

贸易自由化的干预措施数量不断增加，在 ２０２０ 年达到了 ４６６８ 项，较 ２００９ 年增加了 １．
２ 倍以上。① 从机制运行表现上看，ＷＴＯ 不仅未能有效抑制全球保护主义，还面临争

端解决机制停摆、经贸谈判功能弱化和监督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② 在多边贸易谈

判方面，ＷＴＯ 于 ２００１ 年启动多哈回合谈判。 由于美国、欧盟和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

市场准入、工业、服务和贸易救济等关键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分歧，多哈回合谈判进

程遭受重创，时隔 １２ 年才达成“巴厘一揽子协定”的“早期收获”。 低效的多边贸易谈

判进程使 ＷＴＯ 的功能逐步弱化。 在争端解决方面，被誉为“ＷＴＯ 皇冠上的明珠”的
争端解决机制面临前所未有的运行危机。 特朗普政府时期，在 ＷＴＯ 上诉机构法官的

任命问题上，美国以上诉机构“越权审查国内法”“审理超期”“法官超期服役”等多项

问题为由，将上诉机构的裁决与甄选程序挂钩，频频否决了重要上诉机构甄选程序的

提案。 特朗普政府还曾多次阻止派任 ＷＴＯ 上诉机构法官，使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自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起近三年无法正常运行。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Ｔａｉ）表示，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已经成为诉讼的同义词，而诉讼旷日持久、代价高昂又具有争议”。③

这些问题引发学界越来越多的思考。
关于 ＷＴＯ 改革为何面临困境而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既有解释视角多元、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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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 长期以来，在关注 ＷＴＯ 改革的政治因素的研究中，多数研究主要从制度层面

和成员层面探讨原因：前者主要关注 ＷＴＯ 的制度设计缺陷和制度运行失效，后者则

侧重于成员博弈及成员内部因素。
关于制度设计缺陷的研究认为，ＷＴＯ 面临的困境主要源于该机制本身存在的缺

陷。 有学者认为，ＷＴＯ 自身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严重阻碍了其多边贸易体制功能的发

挥，同时 ＷＴＯ 未能改变 ＧＡＴＴ 的“契约”性质是 ＷＴＯ 面临存亡危急的深层因素。① 从

决策机制来看，基于一致同意的决策模式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削弱了

ＷＴＯ 发挥缓解贸易紧张局势和提供合作场所的能力；②多边协商对上诉机构法官任命

和达成谈判共识存在明显的制约。③ 从程序机制来看，ＷＴＯ 存在的功能性缺陷导致其

在调整各成员的权利义务、确保体制运行的公平和效率以及多边贸易关系的新议题和

老问题等方面出现严重失衡。④ 还有研究认为，从美国角度看，ＷＴＯ 存在争端解决机

制越权、发展中国家权益过多以及应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因
此需要进行颠覆性改革。⑤

关于制度运行失效的研究认为，作为多边贸易协调机构，ＷＴＯ 的内部治理导

致其运行低效，并且难以在改革方面发挥有效的推动作用。 从 ＷＴＯ 自身的三大功

能来看，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受限、经贸谈判功能弱化、监督机制效率低下使其走

向改革的十字路口。⑥ 在争端解决功能方面，有学者认为以权力为导向的 ＧＡＴＴ 和

ＷＴＯ 成员驱动的传统会破坏 ＷＴＯ 及其司法行政部门的争端解决制度。⑦ 在谈判功

能方面，有学者指出，由于 ＷＴＯ 谈判小组主席的作用受到诸多限制，因而不能有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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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谈判效率。① 在监督功能方面，长期以来，ＷＴＯ 对成员执行贸易规则和确保贸易

政策透明等方面的监督作用未能有效发挥。 尤其是秘书处主动提供信息和开展分

析的能力受到限制，因此应在监测和分析 ＷＴＯ 协议的执行情况和效果方面发挥更

大作用。②

关于成员博弈的研究将 ＷＴＯ 治理结构视为成员驱动（ｍｅｍｂｅｒ⁃ｄｒｉｖｅｎ）的运行模

式，认为成员之间的博弈与分歧对 ＷＴＯ 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 ＷＴＯ 体系当中出

现的矛盾来看，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

国家主权与《ＷＴＯ 协定》的矛盾是 ＷＴＯ 运行面临困难的主要原因。③ ＷＴＯ 发达成员

与发展中成员的矛盾和利益诉求分歧也备受关注。 对此，有研究指出，ＷＴＯ 体系的困

境在于它未能实现弥合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距的目标。④ 而作为当前最大的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国和中国未能像当年的美欧建立跨大西洋合作一样建立起

跨太平洋伙伴合作关系，因此围绕 ＷＴＯ 改革的辩论超过了技术辩论范畴，发展为政

治争辩。⑤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重点分析了不同成员在 ＷＴＯ 各个改革议题上的

立场分歧，并认为这是导致改革陷入僵局的直接障碍。⑥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为认识和理解当前 ＷＴＯ 改革困境奠定了重要基础，无论是

制度设计和运行模式方面的弊端，还是来自成员的影响，都与 ＷＴＯ 政治化有着密不

可分的联系。 但是，从纵向来看，这些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其影响如何不断扩大以至

于阻碍了 ＷＴＯ 的正常运行仍值得深思；从横向来看，相对其他多边机制改革进程，当

前 ＷＴＯ 改革更受关注且更加复杂，也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结合既有研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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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Ｅｘ⁃
ｐｅｒ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ｅｒｔｅｌｓｍａｎｎ－ ｓｔｉｆｔｕｎｇ． ｄｅ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ｆｉｌｅｓ ／ ＢＳｔ ／ Ｐｕｂ⁃
ｌｉｋａｔｉｏｎｅｎ ／ ＧｒａｕｅＰｕｂｌｉｋａｔｉｏｎｅｎ ／ ＭＴ＿Ｒｅｐｏｒｔ＿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ＷＴＯ．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程大伟：《ＷＴＯ 体系的矛盾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５３—１０７ 页。
Ｒｏｒｄｅｎ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Ｗｈａｔｓ Ｗｒ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ＴＯ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Ｆｉｘ Ｉ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ｐ．９－２０．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Ｍ． Ｈｏｅｋｍ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Ｗｏｌｆｅ，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Ｎｏｗ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ｉｎ Ｇｅｎｅｖａ： Ｗ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ｓ ａ Ｄｒａｍ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ｃｈｕｍ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 ｐｐ．２－５．

许宏强、张琦：《美欧日对 ＷＴＯ 改革的核心诉求与中国的对策》，载《国际贸易》，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第 １８—
２３ 页；黄建忠：《ＷＴＯ 改革之争———中国的原则立场与对策思路》，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第 ５—１２ 页；田丰、李计广、桑百川：《ＷＴＯ 改革相关议题：各方立场及中国的谈判策略》，载《财经智库》，２０２０ 年

第 ４ 期，第 ８４—１０３ 页。



看，我们还缺乏从机制与其成员互动的角度为 ＷＴＯ 改革困境提供更为系统的研究。

聚焦于国内层次的政治化研究提供了国家行为体将国际合作政治化的基础逻辑，但如

何将国内层面的政治动因嵌入 ＷＴＯ 层面的改革议程研究还需建立新的分析框架。

因此，关注由成员驱动的 ＷＴＯ 改革议程的政治化现象可能是理解其改革困境的一个

突破口。

（二）关于 ＷＴＯ 议程设置及其政治化问题

既有研究中有关国际议程设置的讨论很多，相关分析思路和框架也日益多元。

国际议程设置是表达行为体自我偏好、认知和利益的重要手段，是塑造或改变国际

话语体系的必要过程，因此是国际话语权的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① 国际议程的成

功不能单纯从国家权力变化看，而是取决于国际通行做法和国际议程的准入点（ａｇｅｎ⁃

ｄａ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② 在具体领域的研究中，国际议程设置也日益受到学界关注。 例

如，有学者从能源安全角度出发，结合现实需要、能力、意愿、经验和时机五方面探讨

中国设置能源安全国际议程的可行性。③ 而聚焦到 ＷＴＯ 议程设置的相关研究仍不

多见。 从谈判机制来看，有学者认为谈判议程管理（ ａｇｅｎｄ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的失败导致

了 ＷＴＯ 西雅图、坎昆等部长级会议谈判的破裂，“在没有明确关于议程制定和管理

的标准或规则的情况下，哪些问题应在其任务范围内并获得优先地位仍存在激烈的

争议”。④ 还有学者分析了非政府组织（ＮＧＯ）在 ＷＴＯ 议程设置中的作用，指出 ＮＧＯ

通过对政治机会、问题框架、共识的动员、国际辩论以及国家权力的利用来实现这一

功能。⑤

总的来说，由于既有文献对 ＷＴＯ 议程设置的分析落后于实践，因此关于 ＷＴＯ 改

革议程视角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结合 ＷＴＯ 相关研究来看，既有文献的不

足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在议程设置研究的内容上，较少关注跨议题领域的议程设

置。 当前，以 ＷＴＯ 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的重要议程设置的跨议题领域趋势日益明显。

例如，联合国自成立以来逐渐呈现出议程的跨领域整合与扩大趋势增强的“大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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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张发林：《全球金融治理议程设置与中国国际话语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第 １０６—
１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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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进深：《中国能源安全国际议程设置路径探析》，载《国际展望》，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１０２—１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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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现象，并形成一类具有联合国特色的跨领域、综合性全球大议程。① 而脱胎于

ＧＡＴＴ 的 ＷＴＯ，其议程也由前五轮的关税减让议题拓展到如今的数十项议题（见表 １）。

对此，也有学者从议程管理角度指出，要想在 ＷＴＯ 这类多边贸易谈判机构中取得成

功，就要程序公正地管理和减少议程的复杂性。② 二是对不同领域议题的互动关注不

够。 随着议题本身的发展，议题之间的交叉日益紧密，单一职能机构的国际组织也越

来越难以避免对其他议题的讨论。 三是偏重单个行为体的议程设置分析，而较少关注

多方博弈视角下国际议程设置失败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

表 １　 ＧＡＴＴ 和 ＷＴＯ 各轮多边贸易谈判的主要议题

谈判回合 谈判时间 主要议题

前五轮 １９４７—１９６０ 年 关税

肯尼迪回合 １９６４—１９６７ 年 关税、非关税壁垒、欠发达国家参与和特殊经济体参与

东京回合 １９７３—１９７９ 年 关税、非关税、多边保障体系、农产品、热带产品和 ＧＡＴＴ 框架

乌拉圭回合 １９８６—１９９４ 年
关税、非关税、自然资源产品、纺织品与服装、农产品、热带产品、
ＧＡＴＴ 条款、东京回合守则、反倾销、补贴和反补贴措施、与贸易有
关的知识产权、贸易与投资、争端解决、ＧＡＴＴ 系统、服务和贸易等

多哈回合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 年

农产品、服务贸易、非农产品市场准入、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贸
易与投资、政府采购的透明度、贸易便利化、ＷＴＯ 规则（反倾销、补
贴、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贸易与环境、电子商务、小型经
济体、贸易、债务和财政、贸易和技术转让、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最
不发达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综合框架、贸易援助、新加入成员等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参见“Ｔｈｅ Ｕｒｕｇｕａｙ Ｒｏｕｎｄ，”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ｈｅｗｔｏ＿ｅ ／ ｗｈａｔｉｓ＿ｅ ／ ｔｉｆ＿ｅ ／ ｆａｃｔ５＿ｅ．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Ｄｏｈａ Ｒｏｕｎｄ：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ｙ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ｔｏｐ ＿ ｅ ／ ｄｄａ ＿ ｅ ／ ｕｐｄａｔｅ ＿ ｅ． 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５ 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注意到 ＷＴＯ 议程的政治化问题，并强调政治因素对

ＷＴＯ 改革的影响与制约。 这方面的研究有的侧重国际层次，有的侧重国内层次。 在

侧重国际层次的研究中，早先关于 ＧＡＴＴ 和 ＷＴＯ 政治化的研究将其作为规避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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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大议程化”是指“原本相对单一领域的小规模议程，经过与其他领域议程的衔接与整合，扩展为一项覆

盖多领域、多部门、多行为体的综合性伞形大议程”。 参见李东燕：《联合国“大议程化”：构建包容性的全球合作

框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第 ５５—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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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ＴＯ，” ｐｐ．３７－６４．



的正面范例。① 与此同时，有学者也指出了其蕴含的政治化风险：自乌拉圭回合结束

以来，ＷＴＯ 的任务范围有所拓宽；自实行协调措施以来，不干涉其成员国内政策的原

则已不再完全适用。② 正如上述研究所指出的，随着全球贸易治理环境的变化，ＷＴＯ

议程的政治化研究日益增多。 ＷＴＯ 成员对国家安全例外原则的滥用以及利用争端解

决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使得 ＷＴＯ 面临重大政治风险，并认为涉及国家安全的议题应

在争端解决机制外谋求解决。③ 还有学者指出，特朗普上台后为了美国的政治利益而

罔顾 ＷＴＯ 规则，采取了单边和多边的经济方略攻击中国，引发了其他国家效仿，使得

ＷＴＯ 核心价值观越来越难被遵守和践行。④ 这为从国际层次的博弈研究ＷＴＯ 议程设

置提供了重要基础。

在侧重国内层次的研究中，很多研究注意国内因素赋予 ＷＴＯ 议程以政治属性，

并认为 ＷＴＯ 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力量的制约。 有研究指出，在全

球治理领域，国家之间的争论受到政治权威由国内层面向国际层面转移的影响，国内

排他的民族主义通过选举影响政党行为，进而影响国家对全球治理的态度和政策。⑤

由于国内反对派和民族主义政治力量增加了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的挑战，政治企业家以

及公民大众通过政治机会结构将自身对国际合作的不满转化为国家政策。⑥ ＷＴＯ 作

为当前全球自由贸易的重要象征，也遭遇民众对全球自由贸易本身的批评和反对，面

临反全球化的左翼主义者以及对将国家权力移交给国际组织不满的右翼民粹主义者

的反对。⑦ 这类研究认为，由于不同群体基于自身利益影响国家政策的行为，导致

ＷＴＯ 遭受来自政治因素的不满，分歧越来越难以调和。

为此，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议程设置角度为 ＷＴＯ 改革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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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提出新的解释。 具体来说，本文将关注多议题领域的议程设置，分析在国际经济

协调过程中跨议题领域的博弈，在议程设置与政治化之间建立联系。 在既有研究中，
议程设置和政治化之间存在概念上的交叉与重合。 例如，斯蒂芬·利文斯顿（Ｓｔｅｖｅｎ
Ｇ． 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在议题设置中纳入行为体博弈，并将议程设置描述为“相关群体中提高

议题显著性的过程”；①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和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认为，政治化就是对某一议题的鼓动和争论，并往往会将其提升到议程的首位。②

在概念的具体理解层面，克劳迪娅·威斯纳（Ｃｌａｕｄｉａ Ｗｉｅｓｎｅｒ）在中观和微观层次上将

政治化分解为三个阶段：一是一项议题被标记为政治议题；二是该议题通过媒体、抗议

活动或竞选活动等方式进入公共舞台并引发共鸣；三是这些议题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

进入政治系统，并且通过这一方法可以衡量政治化的显著性和极化等特征。③ 显著性

同样也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 在构建国际议程设置的分析框架时，有学者

将其过程分解为议题形成、议题传播和制度化三个对象。④ 进而，国际议程设置和政

治化有一定内在联系，只有充分理解国际议程设置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国际舞台上的

政治化现象，反之亦然。 基于既有研究成果，从国际经济协调议程政治化视角分析

ＷＴＯ 改革困境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　 概念解析及分析框架

国际议程设置涵盖国际事务的各个领域，而经济无疑是各行为体参与的最广泛领

域之一。 随着国际经济与政治的联动性不断提升，国际经济议程的政治化问题日益凸

显，并对国际谈判与合作进程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
（一）国际经济议程政治化的概念解析

早期议程设置的概念主要见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⑤后来，国际问题领域的研究

也出现了类似的国际议程设置概念，议程设置被作为权力的来源之一。 作为较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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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国际议程设置这一概念的学者，理查德·曼斯巴克（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 Ｍａｎｓｂａｃｈ）和约

翰·瓦斯克斯（Ｊｏｈｎ Ａ． Ｖａｓｑｕｅｚ）等。 他们将国际关系研究从权力范式转移到议题范

式（ｉｓｓｕ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认为全球政治可以被理解为“通过议题的解决而对价值进行的权

威性分配”。① 他们假定：国际政治是一个行为体为某一群体做出权威性决策的过程；
行为体依靠各种手段寻求在各种问题上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在行为体之间存在分歧

时，能够获得最广泛支持的行为体或行为体联盟将占据优势地位。 进而认为国家间议

程形成的过程、行为体对具体问题的偏好的起源和变化以及解决问题的环境和过程等

非常重要。② 利文斯顿认为，议程政治将系统属性和“先验的”行为体的重大关切连接

在一起，是国际行为和对外政策的实质性焦点；议程设置过程展现了系统理论所确定

的因素和流程在特定情况下实际转化为结果的条件。③

本文认为，国际议程设置是国际议程设置者在某些议题平台使特定国际议题及议

题的后续安排得到相关行为体及国际社会重视和接受并追求制度化的过程。 作为国

际议程设置的对象，议程是一系列待解决议题的有序集合，议题是指具有一定重要性

且明确定义的问题和一系列供选择的解决方案。 按照功能主义的观点，议题按照领域

可以分为政治议题、经济议题和文化议题等不同种类。 根据包含的议题种类，议程也

可划分为经济议程和政治议程等，专注于特定领域的国际组织通过聚焦其领域内的议

程发挥其职能。
国际议程设置的动力是议程设置者使自身关注的议题在国际舞台上被更多行为

体所接受，借以影响其他行为体偏好，实现自身目的。 对议程的控制是确保和扩大权

力的重要手段，但国际议程设置并非大国“通吃”的过程，而是一个多方行为体参与的

“非集中、多层次”博弈过程，④国家权力并不是议程设置成败的唯一决定因素，这也是

此概念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基础和前提。
在对国际议程设置的分析中，议程设置者对议题的处理可分为议题选择（ ｉｓｓｕ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和议题界定（ｉｓｓｕ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议题选择是指某项问题被纳入国际议程的过

程，议题界定则是指对被纳入议题的议程安排以及解决方案。 对特定议题而言，议题

选择和议题界定是在时间上存在连续性的两个过程，并最终构成作为手段和过程的议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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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置；但对于议程而言，这两个过程往往同时发生、相伴而生。 这种划分方式借鉴了

传播学中的二级议程设置理论以及肯尼思·拉瑟福德（Ｋｅｎｎｅｔｈ Ｒ．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由此

延伸出的认知议程设置（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ｇｅｎｄａ⁃ｓｅｔｔｉｎｇ）和规范议程设置（ｎｏｒｍ ａｇｅｎｄａ⁃ｓｅｔ⁃

ｔｉｎｇ）理论。 二级议程设置理论中的第一层是客体显著性的传递，第二层是客体属性

显著性的传递，即第一层影响我们去关注哪些事务，第二层影响我们如何看待这些事

务。① 拉瑟福德的认知议程设置是指议程设置的行为主体让其他相关行为体认识到

某项议题的重要性，规范议程设置则是通过对议题的重新解读来改变其他行为体对该

议题的看法并最终采取行动。② 在国际经济协调平台的议程中，议题选择和议题界定

是上述理论提及的两层含义的具体表现：议题选择代表什么种类的议题可以进入国际

经济议程，议题界定代表对纳入议程的议题的后续处理。

政治化是某项事务的政治属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既包括政治属性从无到有的过

程，也包括政治属性从弱到强的过程。 既有的政治化理论也在强调“过程”本身。 在

政治体系理论中，对某一问题的集体选择是基于事先将该问题列入议程、对正确的决

定进行审议以及关于该选择的不同立场之间的互动过程。 “问题越突出、参与辩论的

行为体越多、立场越两极化，针对该问题达成的决定或制度就越政治化”。③ 在行为主

义政治理论中，政治被视为行动或冲突，而政治化是将一个问题标记为政治、推动政治

进程、建立政治（例如政治体系及其制度）、改变政治或政策或塑造政策的行动。④

但并不是有政治行为体参与的公共决策过程就是政治化的过程。 一种对政治化

的广义理解是“在特定功能的国际组织中，作为其成员的国家这类政治单元之间的互

动形式既有合作又有冲突，因而这些国际组织一直涉及政治事务”，⑤他们所达成的协

定都可以被视为政治化的结果。 首先，本文遵循功能主义的高低政治议题分类，即将

政治化定义为政治议题，经济议题则属于低级政治。 功能主义理论认为，技术性的议

题和政治性的议题可以区分开。 其次，政治化是指政治属性增强的过程，而国际组织

本身是否具有高度政治性的争议并不直接影响后续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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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关于经济议程政治化的讨论也由来已久。 有学者认为，国

际经济关系越来越成为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有效手段，并因此具有协调与控制各国之

间利益关系的国际政治功能。① 在国际贸易领域，有学者认为贸易冲突虽然从表面上

看是国家之间在发展战略领域的博弈，但本质上是贸易冲突发起国中有政治激励动机

的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经济政治关系的体现。② 在国际组织研究中，有学者指出，国

家行为体对国际组织的政治化并不必然来自对国际组织权威的不满和挑战，政治化也

可能由这些多边机构安排的预期结果引发。③

在国际组织中，议程设置者的动力和能力是影响国际议程设置效果的重要因素。

驱使国家将国际组织中的议程进行政治化的动力是议程设置者希望通过借助相关组

织进行规则外溢性治理，以期降低霸权法则的执行成本，持续提供对自己有利的结

果，④将自身的政治诉求规范化为国际制度，使得自身诉求具有国际体系层面的公共

约束力。 在缺乏决定性权威的国际组织中，国家间互动主要通过议程设置的手段进

行。 国际经济议程设置的基础能力来源是权力，议程设置本身也是行为体扩大权力的

工具。 这为议程设置者推动国际经济议程设置、不断增强其政治属性提供了内在动

机，在既有规则或制度约束力下降时更是如此。

基于既有研究中对政治化议题的关注以及本文所关注的国际经济协调平台中的

议题如何被议程设置者安排和处理等问题，我们将国际经济议程政治化界定为国际经

济议程设置的政治属性不断增强的过程。 ＷＴＯ 等国际经济组织的运作过程与国际政

治、国内政治高度相关，具有一定的政治属性。 但是动态地看，为何一些议程设置的政

治属性会加强以及如何突破决定议程结果的临界点仍值得展开深入分析。

（二）国际经济议程政治化的分析框架

国际经济协调平台的议程运作方式包含制度的内容本身和制度的完善程度两个维

度特征。 制度内容主要是指议程推进的形式，它会对议程设置者的议题策略产生重要影

响。 从完善程度上看，当前国际经济协调平台在制度安排上具有很多争论和改善空间，

针对制度执行的博弈也数见不鲜。 平台外因素包括制度间竞争和外部组织等。 议程设

置者寻求国际经济议程政治化的目标是将其诉求的规则固化为国际规则。 但寻求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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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议程政治化失败后，议程设置者可能会转向其他平台进行政治化进程。 就政治化与

制度化的关系来看，作为结果的制度化是作为过程的政治化的目标，但政治化并不必然

指向制度化这一结果，也有可能带来议程的恶化，并使议程发生平台的国际组织停摆或

受到阻碍。

传统议程设置理论将重心放在行为体通过议程进行的博弈上，即把议题当作国家

间博弈的延伸。 但议题本身就有很多特性，如议题之间内在的相互联系性和同一议题

随着时间发展而会发生不同变化。 同时，由于议程设置场所容量的有限性以及议程设

置者因此对议程关注的有限性，强调某一议题必然导致对其他议题的关注度降低，这

种零和性使得行为体在各个议程领域相互竞争。

因此，在国际经济协调平台中，国际经济议程政治化主要包含两种表现形式：第一

种是将政治议题嵌入经济议题中；第二种是经济议题外溢到政治领域（如图 １）。 这两

种表现形式分别通过议题选择和议题界定来实现。 在国际经济协调平台中，议程设置

者通过在议题选择过程中将政治议题嵌入，在议题界定过程中出现经济议题外溢，从

而将这两个步骤政治化，并不断提升其政治属性、增强其政治干预。

图 １　 国际经济议程政治化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经济议程政治化增强了经济议程的政治属性，并且各方政治立场的极化和冲突将

对经济议程造成强政治干预。 虽然议程设置者的目的是将自身政治利益作为考量达

成具有公共约束力的制度规则，但政治化并不必然指向制度化，反而导致激烈的政治

冲突对立。 但并非所有政治化都指向负面结果，如在德国联邦议院中一名议员对健康

议题的政治化持乐观态度，认为“这代表着人们对健康问题正越来越感兴趣”。① 在国

际合作研究中，也有学者指出国内民众对国际合作的政治化既可以使国际合作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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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也可以破坏国际合作。① 但国际经济协调平台需要在其组织框架内达成制度化的

结果，议程的政治化会阻碍其发挥正常的贸易谈判和争端解决等职能。
综上所述，国际经济议程设置者通过议题选择的政治化和议题界定的政治化使经

济议程越来越复杂化。 在此过程中，经济议题的政治属性不断增强，政治因素的干预

强度随之提升。 这使得促进各方经济收益的经济议题逐步让位于各方差异化的政治

收益，国际经济议程设置也越来越服务于议程设置者的政治目标（见表 ２）。

表 ２　 国际经济议程政治化的两种路径

议题选择的政治化 议题界定的政治化

表现形式 政治议题的嵌入 经济议题的外溢

行为客体 政治议题 经济议题

内在逻辑 政治功能的拓展 经济功能的弱化

作用机制 弱政治干预→强政治干预

行为目的 达成议程设置者的政治目标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国际经济议程设置中，议程政治化并不必定成为阻碍某项议程决策进程的因

素。 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国际经济议程政治属性的增强往往是一体化程度提升的表

现。 对此，地区主义的新功能主义流派较早分析了经济一体化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外溢

现象，并认为经济等功能领域的合作必须考虑政治和政府的作用。② 一方面，经济一

体化的背后普遍存在政治动因；另一方面，在功能合作的基础上，经济一体化会外溢到

政治领域。 这反映了国际经济议程设置中政治与经济不可分割的联系。
与此同时，国际经济议程政治化也并非都能对议程的顺利推动发挥作用，反而往

往成为延缓议程决策的因素。 这是因为现实世界中的政治矛盾和分歧普遍存在，在参

与者数量较多的时候更是如此。 因此，在分析国际经济议程出现的困境时，仅仅注意

到议程的政治化现象远远不够，还需深入考察决定议程政治化效用的政治属性。 而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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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政治属性又主要取决于议程的政治基础，也就是各参与方之间的政治关系。 在国

际关系现实中，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主要表现为合作、竞争与对抗，国际经济议程所赋

予的政治属性也因此包含合作性、竞争性和对抗性。 由此，国际经济议程政治化主要

产生三种效应：一是合作性的政治基础往往能够推动政治议题与经济议题的协同化发

展，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对议题决策产生促进效应；二是竞争性的政治基础

往往使部分甚至所有参与方将政治议题作为实现经济目标或将经济议题作为实现政

治目标的工具，从而对议题决策产生阻碍效应；三是对抗性的政治基础往往导致议题

成为遏压对手的武器，从而对议题决策产生破坏效应（如图 ２）。

图 ２　 国际经济议程政治化的三种效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国际关系的政治基础日益遭受侵蚀的当今世界，国际经济议程出现的任何

政治化态势都有可能成为实现议程目标的阻碍因素。 自特朗普政府时期起，美国

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导致大国战略竞争日益加剧。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特朗普政府发

布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世界视为一个充满挑战和威胁并具有战略竞

争对手的“竞争的世界”，推出“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① 这不仅直接导致主

要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严重受损，还导致国际经济关系的工具化和武器化日益盛

行。 在当前的 ＷＴＯ 改革中，议程政治化之所以导致改革出现困境，主要源于议程

政治化进程中不断增强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改革议题成为部分成员竞争的工具

和对抗的武器，从而使各方达成共识的难度增加，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种

基于国际经济议程政治属性的动态研究重点关注了 ＷＴＯ 议题政治属性的变化及

其如何日益成为其改革进程的阻碍因素，从而为分析当前 ＷＴＯ 改革困境提供了一

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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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治议题嵌入与 ＷＴＯ 议题选择的政治化

议题选择的政治化是 ＷＴＯ 经济议程政治化的重要表现。 这一路径的客体是政

府体制、国家身份和政治观念等方面的政治议题，主要表现为政治议题嵌入 ＷＴＯ 议

程，并由此拓展了 ＷＴＯ 的政治功能，使得 ＷＴＯ 的议程触及对成员关系要求更高的

政治领域。 当前，ＷＴＯ 成员在这些政治议题所涉及的领域具有不可调和的认知差异

和利益分歧，体现了不同成员之间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 因此在相关议题的谈判

中，各成员相互妥协的空间很小，议程政治化的阻碍效应和破坏效应明显。

（一）ＷＴＯ 议题选择政治化的表现及影响

ＷＴＯ 议题选择的政治化主要表现在政治议题嵌入经济议程。 从具体议题内容

看，主要有市场经济地位、特殊与差别待遇议题、劳工标准等，本质上代表着成员经济

体制、发展中国家地位、人权与价值观等高级政治议题，这些议题的嵌入使得谈判更难

达成。

１．成员经济体制

在 ＷＴＯ 议程中，西方成员将成员经济体制议题与市场经济地位议题相联系。 中

国加入 ＷＴＯ 时，协议中写入其成员可以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体”，并且基于对“入

世”协议中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法律解读，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存在正当性。① 根

据《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后，在 ＷＴＯ 反倾销调查中对于出口

产品正常价值的确定，中方享有的待遇与其他缔约国一致。② 但当上述日期到达时，

美国、欧盟和日本却拒绝承认中国本应获得的市场经济地位，特朗普、拜登上台后继续

予以否认。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问题不仅对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成败产生着

重要影响，还攸关两国对指定国际贸易规则主导权的争夺。③

发达国家将市场经济地位议题的讨论与意识形态这类对抗性更强、妥协性更小的

冲突议题相联系，阻碍了谈判议程的正常进行。 这一议题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之争。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混合发展的

中国经济制度被污名化为“国家威权主义”，美国贸易代表团在递交给 ＷＴＯ 的声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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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里指责“中国维持着一种国家主导的、破坏贸易的经济模式……给 ＷＴＯ 成员带来

了巨大的成本和严重的挑战”。① 美国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认定的博弈是其长期以来

对华战略的自然延伸，而美国在此议题上对中国的考量和对华发动“３０１ 条款”的申诉

如出一辙。 对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是基于 ＷＴＯ 规则，而“３０１ 条款”是基于美国国内

法，但都遵循同样的逻辑。

市场经济地位议题的嵌入阻止了贸易带来的全球福利水平的提升。 比如，有学者

指出欧盟否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使得中国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在有限下降的同时，也会

使欧盟出口在中国总进口中的占比下降；同时全世界的资源配置效率也会下降，进一

步导致全世界整体福利下降，与 ＷＴＯ 所倡导的提升全球福利的目标相违背。② 另外，

市场经济地位认定的议题会带来新的问题，其他国家可以很容易地利用 ＷＴＯ 对目标

国企业进行反倾销程序，通过征收反倾销税的形式实现自身政治目标。

２．发展中国家地位

在 ＷＴＯ 协定中，特殊和差别待遇指的是旨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和贸易发展的

特殊条款，这些特殊条款包括延长发展中国家执行协议和承诺的时间、增加发展中国

家的贸易机会等。 发达国家都以不同的诉求要求取消和减弱这一原则。 在 ＷＴＯ 中，

发展中国家的定位采取自我宣示法，即一国根据自身情况和需要自行选择是否以发展

中国家身份加入 ＷＴＯ。 但在实践中，一国自行选择不同类别的国家身份意味着拥有

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对身份的选择也会产生外部性，所选择的国家身份往往还需

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可。 由于发达成员在 ＷＴＯ 中拥有相对强势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

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强势国家在国家身份识别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

近年来，特殊与差别待遇议题深受西方国家的政治考虑影响。 美国在 ＷＴＯ 提案

中提议取消多数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声称二元化的“南北”结构并不能反

映当前的现实，并指责这种自我声明法会阻碍贸易自由化；③欧盟在《ＷＴＯ 现代化概

念文件》中表现出鼓励发展中成员自愿“毕业”的态度。④ 特朗普更是通过签署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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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方式转向单边行动，声明要动用一切资源和手段实现目标，其强硬行为背后

除却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外，更反映出美国经济相对竞争力下降、国内结构性矛盾亟

待转移、服务于“美国优先”的贸易思维以及赢者通吃的单赢思维等多方位动因。①

３．人权和价值观

人权和价值观成为 ＷＴＯ 讨论的重点议题是政治议题嵌入的显著表现之一，并

且它往往与劳工标准相联系。 劳工标准可分为政治性和经济性两种。 经济性劳工

标准主要包括劳工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长等。 政治性劳工标准包括结社自由、集体

谈判权和禁止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等，也被称为核心劳工标准（ ｃｏｒ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ｓ）。 有一种“社会倾销”理论认为，廉价产品的出口国因为未能提供合理的工资

和工人在其他方面的权益保护，因而其产品能够以低廉的价格在先进工业国销售，

但这也意味着出口国将这些社会问题“倾销”到进口国。 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ＡＣ⁃

ＴＵ）认为，如果没有将社会机制考虑到贸易自由化之中，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并不

会自动通过涓滴效应惠及所有国家的劳工。② 劳工标准与贸易产品的生产紧密结

合，也是人力资本的重要影响要素之一，１９ 世纪有关此类议题的讨论聚焦的是劳工工

作条件的改善。③ ＧＡＴＴ 和 ＷＴＯ 在成立之初就把提高国际劳工标准作为主要目标之

一。 在 １９９６ 年新加坡 ＷＴＯ 部长级会议上，发达国家就将核心劳工标准议题添加到最后

的宣言中，这也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承认核心劳工标准是一项与贸易相关的议题并承诺

予以解决。④

美国劳工联盟及产业联合会长期以来就通过国会议员给政府施压，要求调查中国

的劳工标准情况以谋求中国“提高劳工标准”。 但也有学者认为通过贸易制裁惩罚制

定和实施劳工标准条款不严格的国家不值得提倡。⑤ 一方面，当前存在解决国际劳工

标准问题的专属机构即国际劳工组织；另一方面，ＷＴＯ 成员在 １９９６ 年新加坡部长级

会议上达成的最终宣言里也强调了国际劳工组织在该领域的重要作用：“我们也申

明，对国际劳工组织在提高劳工标准方面的工作给予支持，该组织是制定和处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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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称职机构。”①

劳工标准议题的嵌入扩大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阻碍了 ＷＴＯ 经

济议程的进行。 在新加坡部长级会议初期，当时发展中国家要求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

米歇尔·汉森（Ｍｉｃｈｅｌ Ｈａｎｓｅｎｎｅ）发出讨论劳工问题的官员邀请，但被撤回。② 在中国

加入 ＷＴＯ 的谈判中，美国就曾通过联系劳工议题而拒绝中国的“入世”申请。 从更深

层次看，劳工标准议题实际上反映了西方国家要按照自身价值观和发展水平来绑架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观念和法律结构。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更是把这类议题的政治化

推向新高度。 美国意图凭借在俄乌冲突后与西方盟友形成的高度团结，把 ＷＴＯ 改造

成所谓的“价值观贸易组织”，垄断 ＷＴＯ 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美国联合其他西方

国家和地区在 ＷＴＯ 中提出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包括取消对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和

中止俄罗斯的 ＷＴＯ 成员地位，ＷＴＯ 的政治对抗程度因此加剧。③

（二）ＷＴＯ 议题选择政治化的逻辑

作为协调全球贸易议题的 ＷＴＯ，议程设置者在议题选择过程中引入政治议题将

ＷＴＯ 的经济议程进行政治化，具体方式通常是议题间的跨领域联系策略。 其行为动

因主要出于三个方面。

第一，政治议题的嵌入是实现议程设置者政治目标的最直接手段。 国家在某项议

程中的主导权并不必然与国家总体实力挂钩，还要关注国家在具体议题领域的实力，
因而议程设置者会通过嵌入自身占优的某项政治议题取得对经济议程的主导。

第二，政治议题的嵌入是议程设置者的内部政治因素在国际层面的延伸。 随着全

球贸易的深入发展，贸易越来越触及更多新兴领域，也越来越与很多利益集团发生冲

突，贸易议题越来越与政治议题纠缠在一起。④ 有学者就指出自由贸易会使得一国国

内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和广泛使用稀缺要素的厂商受损。⑤ ＧＡＴＴ 能够避免政治化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专注于关税等传统经济领域的议题，但是在 ＷＴＯ 框架下的讨论范围进

一步扩大。 在 ＷＴＯ 多哈回合谈判中，讨论的议题远远超出传统贸易议题范畴，涉及

特殊与差别待遇、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最不发达国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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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政治议题的嵌入深受 ＷＴＯ 议题范围扩大化的影响，而 ＷＴＯ 议题范围的扩

大反映了全球贸易治理范围的扩大。 ＧＡＴＴ 前五轮谈判议程只包含了关税减让，随着

谈判的进行议程逐渐扩展。 ＷＴＯ 官网所涵盖的贸易话题已经扩展到贸易能力建设、

新冠肺炎疫情与世界贸易等十多项主题和几十项议题。 菲利普·施密特（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Ｃ．

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指出全球治理范围的扩大可以增加感兴趣的受众。① 这种治理范围的扩大

不仅有功能领域内的扩大，也包含超出原本职能领域的议题范围的扩大，政治议题的

嵌入即为重要表现。

由此可见，政治议题的嵌入使 ＷＴＯ 改革分歧难以弥合，也成为各方表达政治不

满的标靶。 在 １９９９ 年西雅图会议期间，针对 ＷＴＯ 的示威游行抗议的主题就包含对经

济不平等、资本主义的贪婪和工人遭受剥削等一系列指责。 总之，政治议题的嵌入使

得原本就岌岌可危的 ＷＴＯ 承载了更多政治目标和功能，并制造了更多的谈判分歧，

改革也面临来自包含国内层面在内的多方面的政治阻力。

五　 经济议题外溢与 ＷＴＯ 议题界定的政治化

议题界定的政治化是 ＷＴＯ 经济议程政治化的另一重要表现。 这一路径的客体

是经济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议题的外溢，并由此弱化相关议题的经济功能。 在 ＷＴＯ

中，一些成员将经济议题的讨论外溢到政治领域，并试图通过政治外溢获取自身的竞

争优势，导致相关议题脱离经济收益的考虑范畴，增加成员达成一致意见的难度。

（一）ＷＴＯ 议题界定政治化的表现及影响

ＷＴＯ 中知识产权议题和农产品准入议题的界定体现了经济议程的政治化倾向。

作为议程设置者的 ＷＴＯ 成员，通过把这些经济议题进行政治化处理，使得经济议题

更难达成协定。

１．知识产权议题

知识产权的议程设置更能体现出跨领域的议程设置特征，与健康权等人权和发展

权交织，也是多哈回合谈判的重要议题。 根据 ＷＴＯ 官方的分类，知识产权包括版权

和与其相关的权利以及工业产权。

知识产权议题与发展权和人权等议题相联系。 首先，国际层面的知识产权讨论与

贸易本身的发展密不可分，在市场化要素自由流通的过程中，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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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于商品、服务和贸易等有机要素。 同时，知识产权一直与发展权紧密相连。 在多

哈回合谈判中，知识产权议题成为发展中成员扭转乌拉圭回合以来不平衡局面的手

段。① 其次，知识产权议题本身带有强大的政治效果。 苏珊·斯特兰奇 （ Ｓｕｓ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将知识作为其定义的四种结构性权力的一种，与安全、生产、金融相互联系、相

互作用。② 有学者指出，在权力逻辑的前提下，体系主导国希望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等手段保持技术垄断，维持与其他国家的不对称依赖关系。③

ＷＴＯ 谈判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ＴＲＩＰＳ）体现了跨议程特征。 １９９４

年，美国通过《北美贸易协定》将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则列入国际投资的征收与补偿条款，

实现了知识产权议题在区域层面的制度化。 而 １９９５ 年 ＷＴＯ 达成的 ＴＲＩＰＳ 在内容上以

美国的国内相关的知识产权标准为基础，几乎将其拓展到与创新创造相关的所有领域，

在适用范围上推广到 ＷＴＯ 的所有成员。 该协定自诞生以来就极具争议，因为它将知识

产权的保护标准适用于几乎所有类型的国际贸易商品，致使“全球贸易体系突然被迫遵

守由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④

各方围绕知识产权议程一直分歧不断。 在与健康权这类人权和全球发展议题的

跨议程联系中，ＴＲＩＰＳ 所规定的知识产权商品范围囊括了药品，而该协定签署时正值

非洲艾滋病大流行急剧升级的时期。 １９９７ 年南非政府就《药品及相关产品管理法案》

通过一项修正案，允许进口与专利药相仿的廉价非品牌药，引发了 ３９ 个国际医药公司

对南非政府的上诉以及对美国政府的政治谴责。⑤ 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在儿童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等健康水准主要指标的差距在 ＴＲＩＰＳ 生效后十几年里不

断扩大。⑥ 在美国国内层次上，有学者指出“私营部门在将知识产权保护进行政治化

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这种国内层次的成功很自然地传递到了国际层面上，美国国

内 １２ 家大型跨国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通过结成跨行业联盟知识产权委员会（ ｔｈｅ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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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清军、高波：《ＷＴＯ 改革的发展议题之争及解决之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视角》，载《世界经济

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３９—１４０ 页。
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２８—１４８ 页。
任琳、黄宇韬：《技术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国家与市场逻辑的博弈》，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第 １３４—１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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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瑶、徐里莎：《传染病药品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法制的正当性———以 ＴＲＩＰＳ 协定的发展为视角》，载《知

识产权》，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第 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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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的方式，游说美国政府在国际层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并同欧洲和日本一起在乌拉圭回合中提升知识产权议题的重要性。① 此外，美国商会

还联合知识产权委员会通过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递交建议报告等方式挑起中美知

识产权问题争端。
知识产权议程的政治化导致成员在其他议题上的分歧扩大，极化了各方的立场，是

经济议题被用作政治手段的重要体现。 发达国家通过 ＴＲＩＰＳ 的达成将几乎所有商品都

纳入其管辖范围，限制了后发国家的健康权和发展权等权利。 这种跨领域的国际议程设

置不仅使得其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初衷相违背，也成为 ＷＴＯ 的冲突爆发点，使得健康权等

权利蒙上政治的阴影，与 ＷＴＯ 所应达到的提升全球层面福利水平的目标相违背。
２．农产品议题

ＷＴＯ 相关的农产品谈判体现了发达国家对议程的掌控。 与传统的理论范式相

比，国际议程设置研究不仅需要研究发生了什么，也需要研究没发生什么，与农业相关

的全球性协定在早期的全球贸易谈判中长期缺席和难以达成共识是其重要表现。
农业议程在全球多边贸易谈判中的长期缺失和难以达成共识不仅是发展中国家

议程设置能力处于劣势的体现，这一现象也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地

位。 在全球性农业协定达成以前，大多数工业国为尽量减少自身农业和贸易政策，迫
使其他国家进行相对较大的调整。② 在 ＧＡＴＴ 的前五轮谈判中，发达国家将国际议程

聚焦于关税，从而规避掉自身国内得到大量补贴的农产品准入议题，使得全球农业市

场政策呈现出扭曲的局面。
农产品议题难以达成一致体现了发达国家对议程的控制。 在 ＷＴＯ 的谈判领域

中，农业是最敏感、最难取得一致的领域之一。③ 在农产品的谈判范围上，美国曾主张

纳入所有加工和未加工的农产品、林产品和渔产品，另外还包括单独的热带产品和以

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品；欧共体也主张包括所有加工和未加工的农产品，产品范围集

中于发达国家供给过剩和有出口利益的商品，实际上都已经超越了农产品的范畴。④

谈判范围的外溢使得有关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协定更难达成，也使得更偏向于追求农产

品自由贸易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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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议题的政治化导致谈判联盟派系林立、互相交叉，加剧了 ＷＴＯ 成员达成

共识的难度。 非加太集团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ｃｉｆｉｃ ）、 非洲集团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Ｇｒｏｕｐ）、热带产品集团（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凯恩斯集团（Ｃａｉｒｎｓ Ｇｒｏｕｐ）、太平洋集团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Ｇｒｏｕｐ）、亚洲发展中经济体 （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Ｍｅｍｂｅｒｓ）、三十三国集团

（Ｇ３３）、二十国集团（Ｇ２０）、①第十二条协定成员（Ａｒｔｉｃｌｅ Ⅻ Ｍｅｍｂｅｒｓ）、棉花四国（Ｃｏｔ⁃

ｔｏｎ－４）和小型脆弱经济体（Ｓｍａｌｌ，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等集团的成员交叉分散，与

在农产品谈判方面的立场均不尽相同相关（见表 ３）。 这使得关于农业的谈判已成为

ＷＴＯ 多哈发展议程成败的关键因素。② 特别是当农产品市场准入等议题未能完全解

决，电子商务和政府采购等新问题又提上议程，使得谈判进程更加步履维艰，最终

ＷＴＯ 的谈判机制在多哈回合谈判“一轮游”后彻底停摆。

表 ３　 与农产品谈判相关的部分利益集团

集团名 主要偏好 成员构成

非加太集团 针对欧盟进行农业议题谈判 ７９ 个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成员

非洲集团 广泛 ５３ 个成员和观察员

热带产品集团 寻求扩大热带产品市场准入 ８ 个发展中成员

凯恩斯集团 寻求农产品贸易自由化 １９ 个农业出口成员

太平洋集团 广泛 １４ 个岛国地区发展中成员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 广泛 ３５ 个亚洲发展中成员

三十三国集团
寻求发展中国家灵活地进行有限
的农业市场开放

４７ 个发展中成员

二十国集团
敦促发达国家在农业领域进行有
雄心的自由化改革

２３ 个发展中成员

第十二条协定成员

力求缩小原始成员的承诺与该小
组成员作为其加入 ＷＴＯ 的一部
分而作出的更高水平承诺之间的
差距

２３ 个成员

棉花四国 寻求削减棉花补贴和关税 ４ 个中非和西非成员

小型脆弱经济体
寻求灵活性并加强对脆弱的小型
经济体的特殊与差别待遇

３３ 个成员和观察员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ＷＴＯ 网站信息整理。 参见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ｔｏｐ＿ｅ ／ ａｇｒｉｃ＿ｅ ／ ｎｅｇｏｔｉ＿ｇｒｏｕｐｓ＿ｅ．ｈｔｍ，访问时
间：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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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准入议题体现了发展中国家议程设置能力的不足，同时这种不足又使得发

展中国家无法将合理的国家偏好转化为国际议程。 发展中国家的谈判人员、预算资金

和谈判技巧等能力的不足影响了其在贸易谈判中的地位，①进一步限制了自身能力的

提高，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二）ＷＴＯ 议题界定政治化的逻辑

ＷＴＯ 经济议题的政治化主要通过议题界定实现。 首先，由于国家利益和 ＷＴＯ 的

总体利益并不总是一致，这使得成员之间的经济目标具有异质性。 其次，ＷＴＯ 的“一
揽子承诺”、协商一致原则和协定的全体约束性作为议程规则，使得 ＷＴＯ 的经济议程

具有一定的政治约束力。 最后，经济议题本身也越来越与其他议题相关联，这些都造

成了 ＷＴＯ 经济议题的外溢。
议程设置者的国家利益与 ＷＴＯ 所倡导的全球福利的实现并不总保持一致是政

治化的动力来源。 内嵌自由主义理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悖论在

于国家同时保持对外自由贸易承诺和对内的政治管理。② 根据利益集团理论，一国政

府的决策更多受政治影响力高的群体的偏好影响，强大的国内进出口利益集团通过向

政府施压影响政府决策，因而消费者群体对贸易自由化的偏好并不必然转化为国家贸

易政策，国家最后达成的国际贸易协议并不必然是其最大化自身福利的结果，而是取

决于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力。③ 有学者也指出贸易冲突的结果就是不同国家为追求

自身利益而重新制定贸易政策的相互博弈，当双方由于政治成本无限增加导致利益受

损后，具有政治激励的政府之间就会进行贸易谈判以实现贸易均衡。④

ＷＴＯ 成员驱动的运行模式和基于一致同意的协商准则促进了经济议题的外

溢。 首先，ＷＴＯ 是成员驱动模式运行的国际组织的典型代表，作为合法成员的国家

行为体起着比秘书处等机构人员更重要的作用，这使得国家偏好转化为议程有了基

础。 其次，ＷＴＯ 在多哈回合谈判中采取“一揽子承诺”的议题捆绑模式，要求谈判成

员必须全部接受或全部拒绝协议内容，不可以选择性接受部分协议内容，这就使得

单个领域的议题也可以对全体议程产生重要约束。 最后，有学者通过研究协商一致

原则在 ＷＴＯ 中的实践指出，尽管贸易回合是通过基于法律的讨价还价发起的，但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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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向晨、徐清军、王金永：《ＷＴＯ 改革应关注发展中成员的能力缺失问题》，载《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９ 年

第 １ 期，第 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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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ｓｔｗ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２， １９８２， ｐｐ．３９３－３９８．
杜玉琼：《ＷＴＯ 贸易报复机制的实施———以利益集团理论为视角》，载《现代法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第

１６３ 页。
格罗斯曼·赫尔普曼著，李增刚译：《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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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法律（ｈａｒｄ ｌａｗ）是在回合结束时生效的，谈判回合则是通过基于权力的讨价还价

而结束。①

经济议题本身的外溢性变化也是重要原因。 根据经济议题政治化的来源和动力

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的外溢：第一种是经济议题的技术性外溢，指由于贸易本身的发

展而带来的新议题，比如知识产权议题与发展权和健康权等议题的交织。 第二种是议

题的政治层面外溢，主要指议题本身发生在国内层面，但通过国内政治单元的政治化

外溢到了国际层面。 第三种是议题的区域层面外溢，指该议题本身在发生结果或是

造成结果上就具有全球性，比如环境问题，不可能只在区域内解决。 三个层面互相

交织、相伴而生，但都离不开决定议题政治属性的政治基础。 从表面上看，这些议题

仍属于经济范畴，但实际上由于议题界定的政治化，它们已经偏离了经济议题主要

考虑的经济互利共赢，而将成员之间的竞争甚至对抗引入其中，ＷＴＯ 改革因此举步

维艰。

六　 结论与启示

在当前大国竞争甚至对抗日益加剧的背景下，ＷＴＯ 改革正在沦为部分成员的工

具甚至是武器。 议程政治化使 ＷＴＯ 改革承载了成员之间竞争或对抗的目标和功能，

从而阻碍和破坏了 ＷＴＯ 改革进程。 议程设置者通过议题选择和议题界定两个路径

使得 ＷＴＯ 的经济议程政治化，也使得 ＷＴＯ 的协定安排越来越触及政治领域，进而导

致成员之间立场的极化，也使得经济议程越来越复杂化。 议题选择的政治化表现为政

治议题的嵌入，议题界定的政治化表现为经济议题的外溢：前者是政治手段的拓展，后

者是政治手段服务于经济目的；前者的行为客体是政治议题，后者的行为客体是经济

议题。 但两个方面都服务于议程设置者的政治目标，并导致议程参与方达成共识的难

度增加。

虽然 ＷＴＯ 面临严重的政治化问题，但仍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全球性多边贸易

协调组织。 近年来，中美贸易冲突加剧、欧盟发布《外国补贴白皮书》、各成员单方

面征收数字税等现象表明了一个有效的全球多边贸易协调机制仍然不可或缺。 特

定经济议程中的协定达成也预示了去政治化的潜力。 如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由 ６７

个成员参加的服务贸易谈判协定历经 ４ 年谈判终于达成协定，参与该协定谈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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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个成员占全球服务贸易的９０％。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ＣＥＤ）发布的贸易报

告指出，该协定可改善商业环境，使得全球服务贸易的成本减少 １５００ 亿美元，并使

得 ＷＴＯ 所有成员的出口商在与协定签署国进行贸易时将都受益。②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消息，由中国、欧盟、俄罗斯和日本等 １１２ 个 ＷＴＯ 成员联

合签署《投资便利化联合声明》，并将争取在 ２０２２ 年年底前推动最终达成投资便利

化多边协定。③ 这一协定是在 ２０１６ 年 Ｇ２０ 杭州峰会通过的《Ｇ２０ 全球投资指导原

则》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其达成彰显了 ＷＴＯ 仍具有相应潜力以及各方想要其发

挥应有治理职能的意愿。 上述两项协定都是成员在抛开政治争议后达成的重要

成果。

作为国际经济协调平台，ＷＴＯ 只有走向去政治化的改革才能实现“退一步进两

步”的目标，恢复其机制作用的发挥。 可通过专注于合作论坛性质而赋予总干事更多

实权、推动诸边协议谈判模式和功能性作用的发展来达成这一目标。

第一，在议题选择层面，赋予总干事等部门更多实权。 在国际组织中，正式领导人

如果能较好地行使议程管理、经纪和代表的职能，加上所拥有的特权资源，能使他们引

导谈判达成协议。④ 在 ＷＴＯ 框架内，行使主席权利的秘书处已被授予议程管理的基

本职责，但真正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各个成员手里。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

议》第 ６ 条规定：“总干事和秘书处工作人员的职责应完全属于国际性质。 在履行其

职责时，总干事和秘书处工作人员不得寻求或接受 ＷＴＯ 以外的任何政府或任何其他

权力机关的指示。 他们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对其国际官员地位产生不利影响的行动。

ＷＴＯ 成员应尊重总干事和秘书处工作人员职责的国际性质，不应试图影响他们履行

其职责。”⑤而在 ＷＴＯ 的长期实践过程中，秘书处也发挥着一系列非政治性作用，如对

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专家组进行法律协助、为贸易政策评审机构受评审的成员提供贸易

政策信息等。 但是受制于人员人数和经费及职能限制，秘书处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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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ＥＣＤ， ＷＴＯ Ｉｓｓｕ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Ｎｅｗ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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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务部：《１１２ 个世贸组织成员就投资便利化谈判发布联合声明》，ｈｔｔｐ： ／ ／ ｋｚ．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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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ｇ ／ ｄｏｃ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ＵＮＴＳ ／ Ｖｏｌｕｍｅ％２０１８６７ ／ ｖｏｌｕｍｅ－１８６７－Ｉ－３１８７４－Ｅｎｇｌｉｓｈ．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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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秘书处可以发挥收集贸易政策信息的作用，并提供及时且高质

量的分析来推动成员间的议程谈判。①

第二，在议题界定层面，推动诸边协议谈判模式。 诸边协议谈判模式是 ＷＴＯ 法

律框架内允许成员自主参加的谈判模式，聚焦于某一特定议题。 在学理上，有学者积

极主张其“是解决 ＷＴＯ 共识工作实践限制的一种方式，并通过志同道合的成员之间

针对特定议题的合作来补充传统贸易协定”，②在 ＷＴＯ 实践中曾达成过民用航空器贸

易协议、政府采购协议和国际奶制品协议等。 相较于传统主流的协商一致的谈判模

式，诸边协议谈判模式的参与成员较少，能够降低分歧的可能性；成员的利益偏好较为

类似，能显著降低谈判成员间的异质性；谈判客体单一，聚焦于单个议题，能够减少议

程设置者采取跨议题议程设置的可能性。③

第三，推动 ＷＴＯ 功能性议程的建设。 一方面，有学者认为 ＷＴＯ 的主要价值在于

帮助各国政府保持国内贸易政策公开、透明并建立在自由的轨道上，④因而专注于功

能性作用的加强不仅使得 ＷＴＯ 改革走向实现其价值的正确方向，也能在短期内恢复

ＷＴＯ 的部分职能；另一方面，有学者通过研究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议程中的表现指出，

旨在解决发展中国家存在能力缺失问题的发展议题中，能力缺失问题制约了发展中

国家的谈判水平以及将谈判成果转化为国内经济发展的程度，“发展中国家的谈判

人员、预算资金和谈判技巧等能力不足问题影响了其在贸易谈判中的地位，以致无

法有效应对多边发展议题”。⑤ 因而，ＷＴＯ 可以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议程的能力建设等

方面给予援助，以破解发展中成员因能力欠缺而无法推动自身所需议程的恶性循环。

（截稿：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编辑：沈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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